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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远征舰队上的中国水手吴虹玉

徐　　以　骅

　　陶德民教授出身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我与他相识较晚。1988年9月29

日，还在大阪大学读书的德民由其日本导师的推荐和普林斯顿大学日本研究

名教授詹森（Marius B. Jansen）的安排，在普大东亚系作了一次关于日本的

中国研究的讲座，当时我作为普大宗教系的博士生旁听了讲座，并在讲座结

束后与德民有短暂交往。2006年4-9月德民教授来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做访问

教授，在此期间我对德民教授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尤其对他关于东

亚文化交涉学的早期设想，包括他关于汉语是当时“东亚的拉丁语”等论断，

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曾讨论过合作研究计划，其中涉及有关奉命“打开日本

大门”的佩里远征舰队的若干轶事。这篇小文，算是对当年所拟合作计划的

一种推进。

　　吴虹玉（1834-1919）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早年随佩里舰队

赴美，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镇当过九年印刷工人，并作为联邦军队的

一名士兵亲历美国南北战争。归国后吴投身于美国圣公会在华的传教事业，

开拓并主持了圣公会太仓、嘉定、上海、宝山四大堂区，为圣公会在中国的

建立和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基督教一代名牧。

一、佩里远征舰队上的中国水手

　　德民教授早年关于佩里远征舰队的出了名的研究即《十九世纪中叶美国

对日人权外交的启示―写在美日建交 150 周年之际―》1）一文。该文在对

佩里（或称被里、伯里、彼里）舰队远征日本的“人权问题因素”作了归纳

的基础上，利用日、中、美三国的档案文献资料，对“吉田松陰偷渡事件”

以及美日之间围绕该事件的种种交涉，作了全面细致的剖析。该文的主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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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不仅在于利用了其所发现的关于吉田松陰手书木板的“罗森抄件”等原

始档案，而且将“吉田松陰偷渡事件”这段关于佩里舰队远征日本的插曲，

抬升到东西方交涉史和美国人权外交“典型案例”的高度来加以讨论。通过

此人权事件，该文再度揭示了美国人权外交视国家利益优先于人权关怀、视

本国人权高于他国人权，以及在人权领域实行“双重标准”2）等多重特征，进

而批评在历史条件下尚有进步意义的美国人权外交在当下已日益沦为“迫使

其他国家开放和继续开放市场”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其早先的理想主义色

彩”。该文最后借平山谦二高度评价罗森以“有无互通、患难相救”为“万国

交际之道”的主张，寄托了作者本人对人权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涉学的理想。

当年保护本国在太平洋上的捕鲸业及处理所引发的人权问题（主要涉及海难

救援和日本监禁美国船员等）是佩里舰队远征日本的动因之一，而在动物权

已渐次作为人权观的扩展而得到更多关注的当下，日本却与挪威和冰岛并称

世界“捕鲸三巨头”，这点也颇具讽刺意味。

　　与“吉田松陰偷渡事件”相比，最终登上佩里远征舰队的中国人吴虹玉

的传奇故事，意义要平凡得多。吴虹玉最初的事迹，主要见之于1915年由吴

虹玉口述、朱友渔笔录的英文《吴虹玉自传》，该《自传》此前未曾发表，其

副本之一藏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美国圣公会档案总馆（编号为RG138-

9-12）；中华圣公会名牧朱友渔据该英文《自传》编译了《吴虹玉先生传》，

估计是1919年吴虹玉在沪去世后不久由圣公会书籍委办出版的，但对照原文

该传记有不少删削；笔者后来根据《自传》原文进行了重译，题为《吴虹玉

先生自传》，刊于《近代中国》（2003 年第 7 辑），并撰《关于 < 吴虹玉牧师

自传 >》一文发表于该辑作为说明 ；另一篇与吴虹玉自传有关的文章是高宗

鲁所译《美国内战中的一位中国兵》（载台湾《传记文学》第 27 卷第 3期），

原文为美国人威廉·F. 沃纳所撰，曾发表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历史学

会出版的刊物，其内容基本采自英文《吴虹玉自传》，只是对吴在兰开斯特镇

的活动略有补充，且译文有不少错误，如将吴虹玉译为吴恒毅等。综合上述

传记资料以及档案文献，尤其是现藏于美国圣公会档案总馆的吴虹玉书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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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吴本人给圣公会差会部的报告等，笔者撰写了《吴虹玉与中国圣公会》以

及《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中国牧师》3）两文，对吴的生平事迹作了较详实的叙

述。

　　概括起来，吴虹玉的生平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吴闯荡美利坚的

冒险经历 ；后半部分则是他在中国服务教会的教牧生涯。就前半部分而言，

吴亲历了美国乃至国际关系史上的两大事件，即佩里舰队对东方的远征以及

美国内战。

　　吴虹玉 1934 年 8 月 7 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阳湖县庵头村，其家世代务农。

吴九岁时入乡塾念书，13岁那年从常州到上海，进入大美圣公会中国布道区

第一任主教文惠廉（William I. Boone）在上海城内王家码头（不久后迁至虹

口）开设的学堂读书，入校的第二年便立志信教，由文主教主持受洗，后又

受坚振礼，成为一名教徒。佩里舰队两次驶往日本前均在中国停留，并且返

航也取道中国。据吴本人的回忆，“1854 年，受菲尔莫尔总统派遣去日本缔

结友好条约的佩里司令所率舰队。有一部分到沪上游历，舰上军官每逢主日

便到圣公会做礼拜，该会是当时沪上唯一的美国差会。这支远征舰队中的一

艘军舰叫‘萨斯奎哈纳号’（the Susquehanna），另一艘军舰我记得叫‘波瓦

坦号’（the Powhatten）。”时入教会学堂已有七年的吴虹玉闻知美舰不久将

返国，遂萌发随舰游美之志，因苦无经费，打算靠在舰上打工远渡重洋，此

愿望竟得“萨斯奎哈纳号”舰长许可，同时获准随舰赴美的还有两名中国人，

惜此两人生平事迹已不可考。

　　1854年夏，吴虹玉随“萨斯奎哈纳号”赴美。在舰上，吴虹玉被派给随

舰医官 J. S. 马塞史密斯（J. S. Messersmith）当侍应生。这支分舰队在海上

航行了八个月，途径厦门、香港、广州、日本和南美诸港口。在舰上，三位

中国人均着水手服，而且和全体官兵一样须服从军规。没有资料表明吴虹玉

等中国人登舰出海办过什么出国手续，与“吉田松陰偷渡事件”差别明显。

1855 年 3 月，经过 8 个月的航行，这支分舰队抵达费城军港。1855 年 4 月

23 日，佩里舰队的旗舰“密西西比号”（the Mississippi）抵达布鲁克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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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佩里将军于次日登舰降下他的司令旗，从而正式结束了佩里舰队对日本

的远征4）。

　　吴虹玉到费城后，被马塞史密斯医生带到老家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

镇。该镇奥兰治街上的圣公会圣雅各堂牧师塞缪尔·鲍曼（Samuel Bowman）

曾劝吴入城中教会学校念书，但吴意欲学习制造业，曾去兰开斯特火车机车

厂谋职，因工厂萧条未果，后经邻人启发入《兰开斯特调查者先驱报》报馆

学印刷，前后任职七年，还在另一家《每日快报》打过工。1860 年 6 月 22

日，吴在兰镇地方法院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成为美国内战前极少数归化美国

的华裔公民之一。

　　吴加入美籍的第二年，美国内战爆发。1863年，南部邦联军队在罗伯特

·E. 李（Robert E. Lee）将军统率下进犯宾夕法尼亚，宾州州长安德鲁·G. 

柯廷（Andrew G. Curtin）紧急招募 50,000 名志愿兵保卫本州并增援联邦军

队。吴响应州长号召，毅然应征入伍，准备为反对奴隶制而战。他在自传中

这样写道 ：“1863 年 6 月 29 日，我不顾兰镇友人们的反对，自愿报名参军。

因为我认为北方反对奴隶制是正义的。但友人们却认为我不该参军，在战争

中冒生命危险，因为我的同胞和家人全在中国，而在美国我既无财产又无亲

人需要保卫，大可不必自愿参军。”5）可见吴的友人不仅见识不如吴，而且还

忽略吴已入美籍、当尽国民义务这一事实。

　　7 月 1-3 日，由于北军在宾夕法尼亚葛提斯堡一役中击溃南军，迫使李

将军撤回波托马克河另岸，宾州遭南军进袭的警报解除，故吴所在的连队

（宾夕法尼亚民兵第50步兵团第一连）并未经历过任何实战。吴在8月15日

因服役期满而退役，前后算起来在军中服役48天。据近年来的有关研究，在

美国内战期间，总共有超过一百名华人在南北双方的海陆军队中服役，有的

还上前线作战6），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美关系和华人华侨史课题。

二、作为圣公会牧师的吴虹玉

　　美国内战结束前，吴虹玉已决心返华。1864年 2月，吴离开兰镇前往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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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搭乘美国奥利芬特公司为上海与汉口舰航运而造的“九江号”轮船出海。

5 月 17 日，“九江号”抵达上海，吴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在美国九年

的生活已在吴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不仅西装革履，对母语也颇生疏，

因此当教会当局让他出来做事时，他不得不要求推迟就职以便重习母语。数

年后吴大概仍洋气未脱，以至美国圣公会在华主教韦廉臣（C. M. Williams）

对他作如此告诫 ：“更有一事，我敢提出者。即君当多用国文，尤须注意作

文，则可助君讲道。更望君改服中服，则易使人亲近也。”7）

　　吴虹玉到沪后先至美国领事馆注册，当天下午便去探访了当时美国圣公

会在上海仅有的两位牧师汤蔼礼（E. H. Thomson）和黄光彩以及早年教会学

堂的同学颜永京。与吴一样，黄光彩和颜永京是在华圣公会乃至整个基督教

会的第一代华人教牧。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F. Fairbank）曾把美国海外传

教士称为“美国历史上看不见的人”8），以此来批评50多年前美国史学对海外

传教运动的忽视。然而与美国的海外传教士相比，中国教会的教牧人士尤其

是那些先驱者，则更被埋没。在浩瀚的西方传教士的文献资料中，这些中国

人常常作为西教士的助手和传教成果而被提及，他们筚路篮缕开拓教会事业

的业绩，实在得不到充分的反映。相比之下，美国圣公会在中国最早的华人

牧师黄光彩、颜永京和吴虹玉则比较特殊，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在美国圣公会

在华开教过程中地位显要；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本人均能用英文写作，故目

前保存下来的关于他们的资料相对较多9）。

　　黄光彩生于 1824 年，曾就读于美国圣公会在厦门所办学堂。1845 年夏

厦门发生瘟疫，黄光彩双亲与两个兄弟均染疫而死，黄只身来到上海投靠教

会。1846年4月12日复活节黄在上海受洗，成为圣公会第一位华人信徒。黄

光彩信教后便在上海和周围地区从事传道事工，从 1850 年起正式担任传道

师，1851 年 9 月 7 日升为会吏，1863 年 11 月 8 日被按立为会长，成为圣公

会在华第一位华人牧师。担任会长后黄先在美国圣公会在华最早的教堂基督

堂牧会，1872 年起转至虹口救主堂。1886 年 11 月 28 日黄光彩在服务教会

40年后去世，他留下的从1884年 8月 24日到1886年 6月 30日的工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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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大陆华人教牧最早的英文宣道日记10）。黄的

大女儿黄素娥曾任美国圣公会圣玛利亚女塾第一任校长，后来与来华不久的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后长期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卜舫济（F. L. Hawks Pott）

结为夫妇，而卜舫济的外祖父，正是受其好友佩里准将之请编纂《美国舰队

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的美国圣公会著名教牧和官方史学

家弗朗西斯·L. 霍克斯（Francis L. Hawks）。

　　颜永京1838年生于上海，其父原籍福建厦门。1848年颜 10岁时入王家

码头圣公会学堂，并在入学次年的 10 月 22 日受洗入教。1854 年颜 16 岁时

该学堂美籍教员将他和另一名学生杨锡麟带到美国读书。1861年颜以荣誉学

生的优异成绩从俄亥俄州甘比尔的建阳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数年后其母

校还特授颜荣誉文学硕士学位，奖饰其为国家和教会服务的嘉绩。1862 年 1

月颜返国准备投身教事工，然时值美国内战，圣公会财源断绝不能用颜，颜

因家庭原因不得不辗转供职于上海英领馆、公平洋行和租界工部局等处。

1868 年 4 月 17 日颜由韦廉臣主教按立为会吏，1870 年 10 月 28 日又在汉口

升任会长，继黄光彩后成为圣公会在华第二位华人牧师。颜永京受过高等教

育，对美国圣公会在华的两所著名高校即文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建立都作

出了突出贡献，他曾把美国学者海文（Joseph Haven）1875 年出版的心理学

著作《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译成中文，被视为第一个把西方心理

学介绍到中国之人。颜永京作为中华教会会的前身―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

会（又称益智书会）的唯一的华籍成员（1886-1890 年）和第二届中华教育

会（1896-1899年）136名成员中的两名华籍成员之一，可说是最早进入教会

教育高层的中国人。颜永京 1898 年 6 月 20 日在沪逝世。

　　吴虹玉参与教会事工后先被指派为汤蔼礼正式助士。1873 年升任会吏，

1880年 5月又升任会长，成为美国圣公会在华第三位华人（裔）牧师。作为

传道人和牧师，吴先后开拓并主持了圣公会太仓、嘉定、上海、宝山四大堂

区，被教会视为“开辟新堂区的最佳人选”。在上述三位圣公会最早的华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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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中，黄光彩主理教牧事工、颜永京擅长教会教育，而吴虹玉则扬名于教会

医疗和慈善领域。他早年协助教会举办上海同仁医院，开创了美国圣公会在

华的医疗事工，并前后与同仁医院保持了30多年的关系，其中8年完全办理

院务，后来则为兼职。在吴看来，中国的基督教徒，十有八九是“病床头的

奉教者”，甚至断言“宣扬基督福音如果没有医疗事工的辅助，就不会对中国

人产生什么影响”11）。晚年吴又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专门收养贫穷孤寡的上海

江湾仁德所上，并且几乎凭一己之力，使仁德所成为中国圣公会教友在慈善

领域中的一次成功尝试。吴虹玉1919年 12月 8日在沪去世，享年85岁。是

月22日他的葬礼在救主堂举行，吊者有千余人之多。吴所创建的江湾圣保罗

堂和三汀沟圣士提反堂都为他立了碑以志纪念。

　　吴虹玉回国投身教会事工之时，正值美国圣公会在华的传教事业十分困

难和萧条的时期。在美国国内，由于内战，圣公会南北分裂，其海外宣道事

业在人力物力上均大受影响。内战结束后，圣公会南北两部虽又合二为一，

但由于国内宣道事业的扩张、教会内部崇仪派和崇信派之争以及要求参与教

会事务的女权运动的挑战，耗尽了整个教会的精力，使之无力旁顾对华传教。

在此形势下，黄光彩、颜永京、吴虹玉等华人教牧，对圣公会在华的宣教事

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中吴虹玉殚精竭虑，成就卓著，服务教会长达

54年之久，实现了他曾许下的“中国人自己要在传教伟业中有所作为”的诺

言，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一代名牧12）。

三、研究前景

　　佩里舰队远征东方过程中发生的“吉田松陰偷渡事件”和吴虹玉登舰赴

美两个插曲，并无多大的可比性。有“明治维新之父”之称、且有汉学和兰

学双重背景的吉田松陰及其同伴的“偷渡”完全是有预谋和强烈目的性的，

用德民教授的话来说，其部分历史性意义就是“前赴美国学习先进军事技术，

标志着日本的西学开始由兰学转向英美学”，而且成为“震惊日本全国的一樁

公案”；而吴虹玉尽管个人具有冒险精神，勇登佩里舰队以远渡重洋，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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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也表现出高人一等的见识，但其社会关系和知识储备等方面都有欠

缺，也不代表任何社会阶层，加上中国社会制度和对外开放的内生动力与日

本迥异，因此就像吴的老同学颜永京以及稍后的留美学童等最早的中国留美

学生一样，这些零星个案或局部改良注定不可能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全局性

的影响。

　　不过，吴虹玉等早期华人教牧对我国基督教倒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鉴

于在士绅阶层传教受阻，早期入华的大部分西方差会几乎从一开始就采取学

堂、医堂和教堂并驾齐驱的所谓“福音布道三位一体”的传教策略，尤其强

调教会教育和医疗事工，即通过“西方化”来实现“基督化”。在这种差传策

略的指导下，各大基督教宗派争相建立起包括教育、医疗、慈善、赈济、出

版等事工在内且盘根错节的庞大教会系统，该系统对教会自身早期培养的人

才及其后代形成虹吸效应，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内循环”；又通过对教育、

文化、经济、政治生活的广泛嵌入或外循坏对广大社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

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直接作用。就此而言，无论是被

佩里舰队带去美国的吴虹玉还有美国圣公会早期的用人政策和教牧培养模式

还是相当有效的。佩里远征舰队访日的隐性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基督教，至少

受雇于佩里的首席翻译畏三卫（S. W. Williams）如此认为。佩里舰队东方之

行的宗教目的及影响，以及更宽泛的课题如中日两国基督教差传路线之异

同，尽管均已有初步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佩里舰队东方之行的主要目的当然是打开日本国门，但如其官方记录

《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该舰队还到访过

“中国诸海”区域内国家如锡兰、新加坡等，尤其是多次往返于中国的广州、

香港、澳门、厦门、上海、台湾等地，并五次进入当时还是中国属国的琉球。

因此佩里舰队远征的主要目的固然表明日本在美国对外关系尤其在其远东扩

张构想中战略地位的提升，并且成为日本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的重大开端，

而对其的研究在学术上也意味着对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某种调

整，但如果仅仅聚焦于其日本之行，那么关于佩里远征舰队的研究同样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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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的。

　　目前，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佩里舰队远征的研究还相当欠缺，除极少数专

题论文和若干硕士论文外13），尚未形成学术专著或博士论文级别的研究 ；而

关于佩里舰队在中国的活动虽偶有涉及，包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佩里因局

势不明朗拒绝清政府要求美舰介入中国事务的“中立立场”等，但相当不充

分，如参与佩里舰队两次访日的“普利茅斯号”（the Plymouth）护卫舰及其

舰长开利（Commander Kelly）在 1854 年 4月 3-4 日上海的“泥城之战”（泥

城即今西藏路桥一带）中所起的作用14），就几乎不见于国内史著，该战役是

英美法政府及其军队联合上海万国商团第一次用武力对上海租界实施所谓保

护，并在其后迫使清政府与英、法、法领事签订了《上海海关征税规则》和

《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十四款，扩大了租界权力，这对中国主权造成严

重侵犯。佩里远征舰队访日被当时闭关锁国的日本称为“黑船事件”，但仍以

和平收场；而对已被迫开放口岸并设立租界的中国而言，“泥城之战”中的美

舰执行的则是典型的“炮舰政策”了。显然，对佩里远征舰队的研究仍有很

大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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